
1963 年到 1966 年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广大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

的。 在“四清”运动中，不同身份的人员受到运动的影响

各异，他们出于各自利益诉求做出了不同的应对举措。

一、贫下中农最有话语权

“四清”运动期间，农村最安定的人员便是贫农、下中

农，他们在整个运动中是工作队团结的对象，无论是对

“四不清”干部开展批判，还是斗争“四类分子”，都是工作

队依靠的力量。 因为他们不是基层干部， 不存在贪污盗

窃、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等问题，也不会因为成分不好受

到运动的冲击。 中央的文件多次强调，“党在农村中的阶

级路线，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1］p316。 在党的政

策作用下，贫下中农是“四清”运动期间农村社会最有话

语权的人。 而基层干部由于“四不清”等问题，在此期间

经常处于被清查的境地， 他们的权威很大程度上被削

弱，并且中央规定“贫下中农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

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1］p320。 建立贫

下中农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了协助管理社队事物，并对

社队干部进行监督，运动中帮助工作队开展工作。 四清

工作队进驻农村后，选择扎根串连的对象也是农村的贫

下中农，工作队与他们同生产、同生活、同学习，通过他们

熟悉农村的真实状况。 贫下中农在农村社会属于根正苗

红的一类，当时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依赖的主

要力量就是贫下中农，“四清”运动中对干部整治、对敌人

斗争、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都必须有赖于贫下中

农的鼎力支持，是确保运动能够开展的根本前提，否则

作为外来力量的工作队进入陌生的社会环境难以开展工

作；同时这也使得工作队在运动中团结好贫下中农，并站

在贫下中农的立场去审视农村社会问题。

从整体情况观察，贫下中农在运动中没受到冲击，个

别贫农、下中农因与“四类分子”存在婚亲、血缘关系而受

到批判的情况，相对而言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贫下中农在

运动期间能够高枕无忧，他们是运动的支持者和受益者，

能够在运动中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二、基层干部处于被清查境地

“四清”运动的发动与农村基层干部严重的“五风”问

题存在着必然联系， 并且中央高层将基层干部的问题与

阶级斗争问题、反修防修问题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问题

存在内在的关联性，虽然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整顿

基层干部问题乃是运动的重要内容。

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基层干部是所任职区域的掌权

者，他们手中的权力能够触及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普通

群众特别是“四类分子”在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必须受

到他们的管理。 但是权力一旦不受约束必然会产生滥用

权力、以权谋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农村基层干部身上也

不例外。 在农业集体化年代，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农

村基层干部将手中握有的权力用到了极致， 充当了农村

社会的全能管理者， 这也无法避免地导致农村基层干部

问题的严重，最突出的表现在贪污受贿、多吃多占、打人

骂人、强迫命令等方面，这些问题引发了中央高层领导的

忧虑，毛泽东曾对基层干部问题作出“坏人当权，打人死

人，粮食减产”［2］p349 的评价，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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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存在的上述问题是普遍性的，其根源实质在于高度集

权的公社体制。

鉴于当时农村社会存在的情况，特别是基层干部身

上存在的问题，中央决定开展一场群众性的运动，予以

彻底解决，“四清” 运动便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在全国性

的“四清”运动开展以前，部分农村地区就已经开始了“三

反”“小四清” 等一些整顿社队的措施。 1963 年 5 月 20
日，中央下发《前十条》，全国农村大范围的“四清”试点工

作开始，对干部主要是采取“洗手洗澡、自觉交代”的办法，

这个时候阶级斗争的氛围还不算重， 对干部主要还是经

济上“四清”，并让他们按照实物价格退赔侵占集体的财

物。 但是很多干部在这一阶段存在抱怨情绪，有的说：“当

干部没有好下场”。有的说：“不如当个社员，自由自在”。说

明有些干部不能站在全局的角度去思考党中央的政策。

1964 年，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以后，在毛泽东“三

分之一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基础上，又提出

“三分之一打不住”这样一个说法，实际就是运动中“左”

的思想更为严重了，最初以经济清查为主的运动转变到

以政治清查为主，辅之以经济清查、组织清查、思想清查，

基层干部存在的问题在运动中得到彻底的揭露， 甚至有

些问题被人为放大和加重。 这些清查举措给基层干部带

来了极大的压力， 担惊受怕在所难免， 虽然中央强调运

动中不准打人、 体罚， 但工作队在执行政策时常会偏离

中央的政策规定， 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对基层干部残酷

斗争的案例。 例如：甘肃张掖地区“四清”期间对基层干部

严厉批斗，畏惧自杀的社队干部达 87 人 ［3］p188；江西瑞金

“四清”试点大队对干部进行罚跪、游街、软禁甚至酷刑［4］；

北京通县工作队员不但打人、体罚，还让亲属陪斗［5］。 可知

在“四清”运动期间，还是存在农村基层干部被严厉斗争

的事实。 1965 年 1 月，中央下发《二十三条》后，对农村基

层干部强调要结合，对基层干部的斗争才逐步缓和。

“四清”运动期间农村基层干部处于被审查的境地，

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很多基层干部在运动期间

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比如担心官职不保、声誉受

损、利益被夺、政治批斗等等，这是当时政治运动中基层

干部都会有的心境。 这种担惊受怕的心理状态，一方面

反映了当时群众运动是非常有声势的，不是搞形式走过

场；另一方面也说明基层干部自身确实存在问题，倘若自

身完全不存在问题，往日所言所行完全符合党员干部标

准，在任何审查活动面前也无须害怕，可坦然应对。

三、“四类分子”受到打击批斗

“四类分子”是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年代对农村地主

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总称。“四清”运动

中，他们作为“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的打击与批斗。

“四清”运动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产物，农村社会

出现的很多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所致， 阶级敌

人“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2］p349，为此对他们开展阶级斗争是必要的。 而“四类

分子”作为现成的阶级敌人，对他们开展斗争不需要像查

找干部问题那么麻烦， 他们身上的政治标签就必然使得

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

当然，对“四类分子”的批斗使得很多的民众产生疑

惑：有的人认为“四类分子”在生活上低于农村平均水准，

政治上处于社会最底层，部分“四类分子”还限制了人身

自由，没有必要对他们搞什么阶级斗争 ［6］p114；有的人还认

为“四类分子”在公社受到了专门的监督、教育和改造，他

们有些人还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 再搞阶级斗争弄得

人心惶惶，过不上安稳日子［7］p218。 这些表明部分农民群众

对于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是不理解的， 同时也间接地反映

了“四类分子”在当时农村社会所处的地位。

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加之中央政策明确规定

“四清”运动中“阶级斗争”是要点之一，在整个运动中“四

类分子”一直是处于被教育或斗争的境地。“四清”运动中

对“四类分子”的斗争有时是激烈的，甚至出现有的“四类

分子”畏惧自杀的现象。“四类分子”的存在是当时社会政

治背景下的特殊产物， 他们在整个农业集体化年代因政

治成分而备受歧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因身上背负

明显的政治标签而首当其冲， 这是当时政府治理农村社

会的一种手段， 因为打击阶级敌人既能有效震慑确有破

坏行为或思想的人员，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广大群众

对于现实状况的不满，起到稳定农村社会局面的功效。

“四清”运动中“四类分子”的被动挨斗是不可避免

的，他们之中有些人确实存在破坏行为，需要对这些人

进行批判斗争。 但是大多数“四类分子”在公社体制的管

束下还是比较老实的，能够接受改造，对他们开展大规模

阶级斗争有时候显得有些过头。

四、积极分子的产生和热心参与

所谓积极分子，一个前提就是政治身份清白的人，他

们不占有专门的权力职位， 但在政治运动中能够表现出

极高的热情。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 都有一些积极分子

参与其中，“四清”运动也是如此。

“四清”运动积极分子的产生和热情参与运动，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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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政治热情驱使外，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动机，最起码

能够体现他们积极拥护运动的政治态度，能够使得自己

免于成为运动的对象。 此外，政治运动一般伴随着比较

大规模的干部队伍更替与补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首先

就成为上级组织选拔与考察的对象，这些积极分子主要

用于“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

子”［8］p898。

从党的政策层面讲，中共中央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设想，在

其贯彻执行的过程中， 必然会在基层社会引发强烈反

响， 各地对于革命青年及积极分子的培养会更加重视，

能够提高青年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使得他们更加

有意识地参与到政治运动中来。 从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

而言，农村人员在当时能够改变自身所处环境的方式是

非常少的，正常的就是升学与参军两种途径，但是受各

种条件限制，能够通过这两种途径转变农民身份的机会

不多。参与政治运动成为“积极分子”或“接班人”，有可能

造成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这便成为当时农村人员主要

是农村青年比较现实的考量。

在“四清”运动中一些积极分子崭露头角，积极协助

工作队开展运动。 工作队 “在村期间对村庄事物拥有最

高决定权”［9］。 积极分子积极响应工作队的号召，也是由

于工作队在村期间能够一定程度上左右农村人员的政

治前途。 两者在运动中出于各自需求经常能够形成一种

良性的互动关系。

积极分子参与“四清”运动是群众运动的必然，其中

社会因素是根本，政治因素是主导，个人因素是基础。 积

极分子热心参与，表明他们借运动之机充分展现自己的

才能，实现自己个人前途的心愿。 运动对于积极分子的

个人发展能够起到推动作用。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农村社会不同身份的人员

受其影响是决然不同的。 作为中共在农村最信赖最倚重

的贫下中农，在运动中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农村社

会的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农村基层干部在整个

“四清”运动期间一直担惊受怕。 “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农

村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解决集体

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使广

大农民长期忍受权力异化的怨气得到释放，在一定程度

上消弭潜在的农村社会矛盾。 政治成分问题导致“四类

分子”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接受批判与斗争难以避免，这

种斗争的严厉程度普遍超出了中央的规定，造成了农村

社会紧张的气氛。在运动中有一部分积极分子，积极配合

工作队开展运动，这些人员怀有政治使命感，但是内心也

存在借运动之机谋求自身发展的愿望。 总之， 上述农村

不同身份人员在运动中的不同境遇，说明了“四清”运动

对于个体的发展影响是不同的。 这种影响的产生是多种

因素综合促成的，占主导因素的是党的政策。“四清”工作

队是运动的开展者， 他们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及执行政策

时的具体做法也能对农村社会个体的境遇产生直接影

响，农民个体的政治成分、政治热情、社会关系、过往历史

等因素也影响到自身在运动中的沉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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